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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知識結構與青少年暴力行為：

一個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

陳易甫**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過去研究顯示，暴力行為的起因根植於青少年階段，因此，探討青少年暴

力行為的起因甚是關鍵。本研究以晚近兩個整合性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來探

討暴力知識結構（violent knowledge structure）在青少年暴力行為形成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藉著分析一筆全國青少年暴力行為調查的資料庫，本研究發現：（1）
青少年的暴力知識結構受家庭、個人受害經歷、所接觸的同儕特質與教師不公

對待的影響；（2）暴力知識結構進一步影響著青少年暴力行為的產生；（3）青少年
的暴力知識結構中介了青少年所處的學校脈絡與暴力行為之間的關聯。本文最

後就所發現的成果進行理論上的詮釋。

關鍵字：暴力行為、暴力知識結構、社會認知、青少年、中介效果

壹、導言

雖然臺灣整體的暴力犯罪數目在過去十年間持續地下降（許春金等，

2015），晚近數件重大的暴力事件仍引發臺灣社會各界的討論與疑慮，深怕

暴力相關的犯行對臺灣社會帶來負面影響。一系列有關這些暴力犯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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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這些事件被搬到檯面上爭論，包括死刑的存廢、受害者與加害者家屬的

處境、加害者本人的處置，以及司法教化的可能性。這些討論雖然有助於釐

清與解決暴力犯罪所產生的「下游」的問題，然而，有關暴力犯罪生成的因

素，即問題的「上游」，卻鮮少在這一系列的討論中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視。

從生命歷程的觀點來看，暴力犯罪並非一夕而成的。過往的研究指出，暴力

犯罪與青少年時期的暴力與攻擊性行為有相當程度的關聯（Robins, 1978; 

Farrington, 1989）。此外，從犯罪統計數據也可以觀察到青年與少年的暴力

犯罪數目在近幾年有成長的趨勢（許春金等，2015），故而欲探討暴力犯罪

的源頭，需從探討青少年暴力行為的影響因素著手。

有關暴力與攻擊性（violent and aggressive）行為的文獻中，不同的理論

試圖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出發，探討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的相關概念

如何連結社會環境因素與個人暴力及攻擊性行為之間的關聯（Agnew, 2006; 

Anderson and Bushman, 2002; Simons and Burt, 2011; Gilbert et al., 2013）。本研

究擷取其中兩個重要且互補的理論觀點進行闡述，並整合出新的理論論述。

在心理學的暴力行為研究中，以 Anderson與 Bushman的一般攻擊模型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下簡稱 GAM）最為著名（Anderson and Bushman, 

2002）。其理論著重個人訊息處理的過程中，一組個人內在狀態（internal 

states）或知識結構（knowledge structure）如何影響環境的刺激與個人攻擊

性行為的輸出。然而，GAM的重點在於詮釋這個內在狀態的組成成分及其

影響，而較少探討影響這個內在狀態生成的因素。近年來 Simons與 Burt兩

位社會學家提出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social schema theory of crime，下簡稱

SST；Simons and Burt, 2011）。其理論以 Akers的社會學習為基礎，著重學習

的內容，即個人長期從環境中習得的訊息而建立起的認知架構，以及此一認

知架構如何影響個人從事暴力行為。SST為一新近的整合性理論架構，他們

所引用的社會認知相關概念包括非常規的信念（unconventional belief）、衝動

（impulsivity）、負面情緒的反應（response to negative emotionality）以及敵意

歸因（hostile attribution），這些元素及其理論上的預測因素分別對應至不同的

理論觀點，如社會鍵理論的信念、一般緊張理論的負面情緒、一般犯罪理論

的低自控與學習論的意圖歸因。雖然各個理論對於社會認知因素的內涵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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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設定，SST強調這些理論提出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即一組理論上的預

測因素）涵養著個人的認知架構（cognitive framework）或心智結構（mental 

structure），使個人傾向（incline）將暴力與攻擊性的行為視為處理人際關係

的主要選項之一，進而使個人易於採取暴力或攻擊的行為來行事。本研究擷

取 GAM描繪個人內在狀態的研究成果，納入 SST的架構中，形成本研究所

強調的認知結構。此外，本研究擷取 SST論述影響此一內在狀態的理論預

測因素，用以補足 GAM在影響因素上論述的欠缺，並用以對應至前述各主

要的犯罪學理論觀點。本文試圖整合這兩個心理學與社會學的理論觀點，建

構出本文的理論架構，以供經驗資料之檢證。

在臺灣有關青少年犯罪或暴力行為的研究中，以社會控制理論的論述為

最大宗（如張楓明，2006；譚子文、張楓明，2013；譚子文等，2015）。此

外，亦有學者以社會學習理論（陳毓文，1999）以及一般緊張理論（董旭英，

2003；譚子文、張楓明，2013）來討論各種因素對於暴力行為的影響。這些

研究各自對臺灣青少年犯罪與暴力行為的解釋有著重要的貢獻，然而，其研

究成果在理論與實證兩個層面所具有的意義仍值得進一步探討。在理論的層

面上，不同的研究皆從單一理論的角度進行探討，所得結果僅能在單一的理

論脈絡下詮釋，無法得到青少年暴力行為完整的理解。當代不同的犯罪學家

皆傾向以整合型的理論觀點對犯罪行為進行研究（Akers et al., 2016: 305–311），

而臺灣本土的研究也呈現這樣的趨勢。例如，張楓明與譚子文（2011）探討

社會控制理論、一般緊張理論以及社會學習理論對於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綜合

影響，而譚子文與張楓明（2013）則將社會控制、一般控制理論以及社會學

習理論放在一起，用以討論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成因。是故，順應這個潮流，

本研究將從對於青少年所持的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整合性的探討出

發，擷取當代整合性社會認知理論中連結青少年所處的社會環境、社會認知

以及暴力行為的論述，用以瞭解其暴力行為的成因。

在實證的層面上，過去臺灣青少年暴力行為的研究大多以區域性的隨機

樣本或立意抽樣的設計為基礎，鮮少以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樣本進行研究，唯

一的例外是利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所進行的相關研究（如譚

子文、范書菁，2010）。然而，TEPS中暴力行為相關的測量有限，且前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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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認知理論的相關測量亦不足，並不適合用來檢測本研究所採用的理論觀

點。本研究將使用吳京院士所主持的「台灣地區青少年校園暴力防治研究」

此一具有全國青少年代表性的資料庫，該資料庫專門針對青少年的校園暴力

進行探討，其暴力行為的測量較為完備。另外，此資料庫同時具有本研究所

需的社會過程與個人認知相關的測量，是十分難得的資料庫。本研究將以此

資料庫為基礎，檢證社會認知的觀點在臺灣地區青少年暴力行為的適用性。

貳、文獻回顧

社會認知的觀點著重在個人的訊息處理模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的理解。此一觀點認為個人在面對外界龐大的訊息時，會將訊息簡

化並組織成結構化的知識，作為個人面對外界刺激時的反應基礎。這些結構

化的知識構成了個人的記憶、態度、知覺、歸因、刻板印象與認知的基礎

（Augoustinos et al., 2006）。社會認知的觀點不但探討這些結構化的知識所造成

的影響，特別是個人與他人互動時如何引導其行為與反應，並更進一步探討

形塑這些結構化知識的社會過程為何。本研究將遵循著這兩個提問來探討：

（1）影響青少年暴力行為的結構化知識為何，以及（2）影響與形塑這些結構化知

識的因素。在文獻回顧的第一部分，將介紹兩個整合性的社會認知理論，並

依據這兩個理論整理出影響暴力行為的暴力知識結構及其組成元素。文獻回

顧的第二部分將集中討論社會過程因素如何形塑這些與暴力相關的認知，並

引導出一組共同的理論的預測變項。最後，依據兩部分的文獻回顧提出相關

的研究假設。

一、整合性的社會認知理論與暴力行為

認知相關的概念在偏差與犯罪社會學研究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並成為

影響個人犯罪或偏差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物質使用的文獻中，Wills等人

（2000）以及一些心理學的研究（Brody et al., 2012; Cleveland et al., 2005）強

調認知易受害性（cognitive vulnerability）與物質使用的關聯。在他們的論述

中，個人的認知易受害性包括對於使用菸酒藥物的意向與志願持正向且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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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的態度，以及在個人認知上對於這些物質的認可。當個人持有較高的認

知易受害性時，則個人更容易去使用，甚至過度使用這些物質。在攻擊性與

暴力行為的文獻中，Dodge與其同僚在他們一系列的作品中借用前述訊息處

理過程的概念，強調個人敵意歸因風格（hostile attribution style）影響著個人

攻擊行為（Dodge, 2006; Dodge and Frame, 1982; Crick and Dodge, 1994）。

過去數年，兩個研究團隊分別從社會學習理論的傳統出發，提出整合前

述認知概念的理論架構，用來解釋個人的暴力╱攻擊性行為。心理學家Ander-

son與 Bushman（2002）提出一般攻擊性模型（GAM）。GAM強調一組個人

的內在狀態或攻擊性相關的知識結構連結了環境暴力訊息的輸入（如大眾媒

體的暴力訊息）以及個人相對應的回應的輸出（如暴力行為）。這個個人的

內在狀態有三個相扣的成分：認知、情緒（affect）與撩撥（arousal）。而在

Gilbert等人（2013）後續的研究中指出，這個內在狀態的認知成分有三個

主要的元素：攻擊性的腳本（aggressive scripts）、規範性信念（normative 

beliefs）以及對人際關係的不適切認知（maladaptive cognitions of perceiv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攻擊性的腳本是個人依據過去經驗而形成的程序性知識，用以引導個人

面對外界刺激時的行動與回應。若個人具有高程度的攻擊性腳本，當遇到外

在環境的刺激與挑釁時，就傾向引用攻擊性的腳本（如使用暴力、講求以暴

制暴與重視報復）來回應，以此增加攻擊性行為的發生。常規性的信念則是

個人對於使用攻擊性或暴力行為的可接受性。當個人相信使用暴力是一種合

乎常規的反應方式時，就更傾向使用暴力來回應人際之間的互動。最後，

Anderson與 Bushman（2002）也提出一些非適應的認知會造成個人傾向使用

暴力的手段來處理人際的關係。Gilbert等人（2013）的研究依據過往的文獻

進一步提出多項的非適應認知，除了前述 Dodge等人的敵意歸因外，其經驗

研究更支持，自我控制能力不足（insufficient self-control）是一種重要的心

智結構，影響著個人的行為。自我控制能力不足可能讓個人傾向於誤解他人

的行為並衝動地（impulsively）做出行動，進而有較高的傾向做出暴力的行

為。除了區分出攻擊性相關的知識結構的三個元素外，Anderson與 Bushman

（2002）及 Gilbert等人（2013）更進一步指出三個元素彼此相連（inter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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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ted）地運作影響著個人的暴力行為。

Simons與 Burt兩位社會學與犯罪學家從 Akers的社會學習理論出發，提

出了犯罪的社會基模理論（SST）（Simons and Burt, 2011）。社會學習理論認

為，個人的犯罪行為是學習或仿效而來。個人透過與環境的互動，進而學習

傾向支持犯罪的信仰、態度、定義與價值，再進一步反映在其行為上，產生

犯罪的行為（Akers and Jennings, 2016）。相較於 Akers著重學習的對象以及學

習條件的描述，SST著重對於學習的內容（content）的指認。SST借用認知

基模（cognitive schema）的概念，指出這個學習的內容包括三種不同但相關

的認知基模或該理論稱作的「社會基模（social schema）」：對人際關係採敵意

觀（hostile view of relationships）、衝動或及時享樂（impulsivity or immediate 

gratification）的想法，以及對常規持嘲諷的觀點（cynical view of conventional 

norms）。SST同時強調這三種社會基模共同指向一個更高層次的構念：傾向

犯罪的知識結構（criminogenic knowledge structure）。

對人際關係採敵意觀建立在 Crick與 Dodge（1994）以及 Dodge後續相

關研究（Dodge et al., 1990）的基礎上，描述個人在與人互動時採用懷疑、認

定別人居心不良以及自覺受委屈的態度。此外，兩位學者也擷取 Anderson

（1999）「街上守則（street code）」的概念，將對暴力的合理化（legitimacy of 

violence）的歸因態度也納入這個社會基模中。Anderson針對都市地區非裔

男性的幫派以及暴力行為進行民族誌研究，發現由於該地區暴力與犯罪行為

盛行，非裔男性生活在該地區，共享著一套規範或次文化守則，公開與人互

動時，需要顯示自己的強悍（toughness）、有仇必報及以眼還眼的行事風格；

亦即，當個人與他人互動，有受侵犯、受污辱或丟臉的感覺時，個人將理所

當然地採用暴力的行為來反擊。當個人持有這樣的社會基模時，會將人際互

動朝惡意的方向去定義，進而產生暴力甚至於犯罪的行為。

其次，承接著 Gottfredson與 Hirschi（1990）的一般犯罪理論對於個人低

自我控制（low self-control）的強調，兩位學者提出衝動或及時享樂的行事

方式來作為SST的第二個社會基模。過去的文獻與統合分析（meta-analysis）

皆指出低自我控制是解釋個人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Pratt and Cullen, 2000; 

Wikström and Treiber, 2007）。雖說低自我控制在一般犯罪理論中具有多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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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SST擷取其中較接近認知層面的衝動與及時享樂元素。這樣的設定符合

其源自認知心理學的傳統（Baldwin, 1992），並與晚近認知心理學及腦神經科

學的經驗研究接軌。這些經驗研究顯示：缺乏延遲愉悅的能力，即傾向著眼

於眼前的好處與享受，而不顧之後可能的後果的行事，與個人的藥物使用、

婚前性行為以及犯罪行為有密切的關聯（詳見MacKillop et al., 2011）。最後，

對社會規範的冷嘲熱諷觀則指的是個人對於社會規範持不相信，甚至於挑戰

的態度。若個人認為既有社會規範是可笑的、不可信的，將會增加個人行事

偏差與犯罪的可能性。應用於暴力行為上，當個人認為使用暴力是生活中的

一種常規，則更傾向在處理人際關係時，將暴力當作是可接受的行為，亦即

一種將使用暴力手段合理化的想法。

二、暴力知識結構及其組成元素

GAM與 SST雖然從不同的學科出發，但是，由各自的論述來看，兩者有

不少的交集。首先，兩個理論觀點在整合認知因素與暴力行為之間關聯的論

述時，不約而同地用了知識結構這個概念來涵蓋不同的暴力認知，並以此連

結個人暴力行為的生成。由於本研究探討的是青少年的暴力行為，在此將這

個知識結構稱為暴力知識結構。此一暴力知識結構組織並模組化了個人過往

的經驗、記憶與腳本，當與他人互動或受到他人刺激時，個人會從此一知識

結構中擷取可能的回應方式。當個人的暴力知識結構的程度較高時，便更傾

向於擷取具有敵意的、不顧後果的與視暴力為合理手段的態度進行回應。

其次，關於暴力知識結構組成元素的討論，Simons與 Burt（2011）明確

指出 SST的三個元素共同指向一個更高階的構念，反之 GAM中則無這樣的

論述。然而，Anderson與Bushman（2002）的原始論點及Gilbert等人（2013）

之後的闡述皆強調，構成其暴力知識結構的元素之間彼此相連並共同運作，

實質上是有座落在一個共同構念的可能性。

在暴力知識結構的組成上，GAM與 SST皆提出三元素的論述。雖然使

用的名詞有所不同，但在概念上實有相合的地方。然而，在指出兩個理論相

合之處之前，需要先確定暴力知識結構的組成元素在概念上的意義為何。

SST認為其知識結構的組成元素為一種社會基模，即一種個人感知自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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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行事的處事模式（patterns），對個人的行為具有引導性。GAM雖將三個

元素區分為腳本、信念與認知基模，然而，其論述中強調這些元素構成個人

行為中的習慣性與引導性原則，並成為個人對於自我、他人與人際關係感知

的風格（styles of perceiving）。這與 SST所強調的處事模式有共同之處。是

故，本文從這個角度出發，整合兩個理論在暴力知識結構元素上的論述與

GAM近期的發展，提出四個互相影響的元素。

首先，兩者皆承接著 Dodge等人的敵意歸因觀點，指出人際關係的敵意

觀作為個人認知基模，引導著個人對環境的刺激採取惡意的（或 Dodge的用

法—「偏誤的」）解讀，使個人較傾向採取同樣的手段來反擊。其次，兩個

理論觀點皆觸及個人對於社會規範的認知。除了對既有社會規範的「反叛」

外，兩個理論更進一步地認為這也隱含了對於採取暴力手段的合理化。不論

是 SST對於「街上守則」的詮釋與社會規範冷嘲熱諷的說法，還是 GAM對

於攻擊性腳本與規範性信念的強調，都揭露了暴力合理化這個認知基模對於

暴力施行的重要性。此外，Gilbert等人（2013）對於GAM的進一步探討中，

指出個人易衝動的不適切認知亦是影響個人暴力行為的重要認知因素之一。

是故，當個人行動時，對於外來的刺激較易採取衝動的感知風格，因此較易

採取立即見效的方式，而暴力行為是較可能的手段之一。

最後，Gilbert等人（2013）對 GAM的討論指出個人憤怒的特質（trait 

anger）亦會與三個知識結構元素共同影響個人的暴力行為。這個論述與Agnew 

（2006）的一般緊張理論所強調的負面情緒（negative emotionality）的論述相

呼應：外部環境加諸於個人的緊張，引發個人負面情緒的產生（如憤怒），進

而使個人傾向於採用非法的手段（如暴力行為）來回應。Gilbert等人的研究

與大部分檢測一般緊張理論者，皆採用個人的憤怒特質作為對此一負面情緒

的測量，而Agnew則建議未來的研究需要多重視憤怒狀態（state anger），即

個人在情境之下的負面情緒反應對個人後續行為的影響。與這些研究不同的

是，本研究並非著重個人的憤怒特質與憤怒狀態，而是試圖探討個人對人對

事採取的憤怒的感知風格。當一個人受到外界的刺激而傾向用憤怒的方式作

為反應的行事風格時，則較會傾向用暴力的行為作為處理方式。雖然憤怒的

因素在 SST中並無明顯的討論，但是，Simons與 Burt兩位學者在其文章中



暴力知識結構與青少年暴力行為：一個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 351

強調，SST並未窮盡可能的知識結構元素（Simons and Burt, 2011: 584）。而

依據 GAM的論述，個人內在狀態的情緒與撩撥上的偏誤更與此一認知層面

的憤怒反應有所關聯。因此，本研究將憤怒的感知風格也納入暴力知識結構

中，進行檢測。

總結來說，本研究整合了 GAM與 SST兩個理論的論述，整理出人際關

係敵意觀、暴力合理化與衝動的感知風格，並納入憤怒的感知風格這個新的

元素，構成暴力知識結構的四個元素。本研究將運用臺灣青少年的經驗資料，

檢驗這四個元素的暴力知識結構對於青少年暴力行為影響的經驗效力。

三、暴力知識結構及其理論預測因素

在確立暴力知識結構及其組成元素對暴力行為的重要性後，下一個理論

性的問題在於：暴力知識結構從何而來？在前述兩個整合性的理論架構中，

Anderson與 Bushman（2002）以及 Gilbert等人（2013）的研究著重於描繪暴

力知識結構的內容及其效力，並未對其影響因素有太多的著墨。相對而言，

從社會學觀點出發的 SST，在其架構中則特別著重涵養知識結構的因素。SST

認為個人的暴力知識結構為其所處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過程所涵養，主要的影

響因素包括家庭動力、個人經驗、友伴的影響以及所處社會情境的影響。然

而，SST的理論主要立基在解釋非裔美國青少年的暴力行為，因此，所提出

的社會情境因素不全然可以直接應用至臺灣青少年身上。本研究將依據 SST

的討論並融入適合臺灣青少年的學校情境因素，來討論影響暴力知識結構的

理論預測因素。

㈠家庭動力的影響
過往以社會學習理論為基礎的經驗研究指出，個人處在暴力盛行的環境

中，會培養出具有敵意、不信任以及傾向用暴力手段解決事情的行事準則。

國內外的研究皆指出，遭受嚴酷教養（harsh parenting）及家內暴力與衝突

的經驗，會讓個人內化並習得這是處理人際衝突的正常手段，進而與其他人

也採取類似的方法互動（吳齊殷、高美英，1997；吳齊殷、陳易甫，2001；

Dodge et al., 1990; Simons et al., 2013）。此外，從社會控制理論的觀點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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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schi, 1969），家庭內部的衝突也讓個人不容易跟社會規範產生連結，因而

容易將家中的暴力與衝突視為常規並合理化。是故，家中的負面動力高時，

易培養出個人以敵意的方式處理人際關係，並合理化暴力行為的想法。

其次，一般犯罪理論（Gottfredson and Hirschi, 1990）強調低自我控制的

養成主要受家庭社會化因素的影響。過往的研究（Burt et al., 2006）提供父

母非正向教養的程度對於子女自我控制高低的影響。由於衝動為自我控制的

重要面向，是故，可以推論當個人身處於負面家庭動力的環境中，將會較傾

向於以衝動的感知風格來處事。父母的拒絕（parental rejection）與不正常或

嚴厲的管教，是構成個人緊張的主要來源之一（Agnew, 2006: 71）。身處在高

家庭負面動力的環境中，個人較易產生負面情緒，亦較傾向以憤怒的感知風

格來處事，進而以暴力的行為來回應。

㈡個人經驗的影響
一些美國的研究從 Agnew的一般緊張理論出發，強調種族歧視（racial 

discrimination）的受害經驗對個人構成一種緊張壓力，讓個人容易心生不公之

感，並較容易選擇以暴制暴的手段反擊，進而產生犯罪或暴力行為（Agnew, 

2006; Simons et al., 2003; Brody et al., 2006）。種族歧視的經驗與臺灣青少年

的行為相關性低，但是，個人過去受到他人暴力傷害的經驗，會帶給個人相

似的不公平感與暴力行為的反應。這個論點可從 Agnew（2006）論述過往的

受害經驗（victimization）看出。因此，個人具有高的暴力受害經驗將會讓

個人容易對他人產生敵意，並且傾向將自身採用暴力的手段來回擊的做法合

理化。

其次，過去的研究也顯示，在高度不穩定的環境中，例如過去受傷害的

經驗並預期會再次受到傷害，會讓個人較不傾向採取延遲愉悅的行事手段，

而是採取衝動的、講求立即成效的方式行事，以免讓到手的利益被搶奪走

（Callan et al., 2009; Belsky et al., 2012）。此外，Agnew（2006）在詮釋一般緊

張理論時也認為，受害經驗等負面的生活事件會引發個人的負面情緒（如憤

怒），使人較容易用憤怒的方式來處理事情，進而較易採用暴力或犯罪的行

為來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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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友伴的影響
前述受害經驗的推論同樣也適用於友伴的影響上。當個人周遭存在著眾

多施行暴力行為的友伴時，一方面，個人容易傾向於用同樣的方式行事，另

一方面，個人也會因此而需要在這群友伴面前展現自己「也不是好惹」的形

象。是故，個人周遭暴力友伴的多寡，將影響其傾向使用暴力的行事風格

（Dodge and Coie, 1987; Granic and Dishion, 2003; Neppl et al., 2016）。當個人的

來往對象中有較多涉入幫派者時，這種情況更是明顯。Anderson（1999）的民

族誌研究描繪了青少年處在幫派盛行的鄰里中，更需要遵行著「街頭守則」，

在與周遭人往來時展現敵意，並視暴力行為的施行是正當與合理的。

其次，當個人周遭存在著可能掠奪自身利益的友伴時，如身邊有較多的

幫派分子，為了避免到手的利益被搶奪走，個人便更容易養成衝動與立即得

利的行事態度（Callan et al., 2009; Belsky et al., 2012）。最後，偏差友伴（如友

伴涉入幫派）與個人憤怒態度之間的關聯，在既有文獻中並無直接的討論。

本研究依據兩個原則推論周遭涉入幫派的友伴較多，則個人較容易習得並以

憤怒的感知風格來處事。首先，Dishion與 Tipsord（2011）在其評論性文章中

提出友伴傳染（peer contagion）的概念，來解釋友伴對於兒童與青少年的社

會與情緒能力的影響。兩位學者將友伴傳染定義為：兒童與青少年在與友伴

互動中彼此受到負面影響的情況，這包括行為上的問題（如暴力行為）與情

緒上的問題（如憤怒、懼怕或憂鬱情緒）。在先前的論述中，憤怒的感知風格

與個人的暴力行為產生連結，因此，個人身邊有暴力性較高（如涉入幫派）

的友伴，則較有可能在與友伴互動的過程中受到感染，進而與友伴一樣發展

出憤怒的感知風格來行事。其次，依據暴力知識結構的論述，四個元素之間

彼此相關，因此，其他三個元素的預測因素很可能會影響這第四個元素。基

於這兩個原則，本研究推論友伴涉入幫派應與個人的暴力態度有所關聯。

㈣青少年所處的學校情境的影響
SST承接著Anderson（1999）與 Sampson等人（1997）對於鄰里（neigh-

borhood）特質的討論，強調處在暴力盛行、社區凋弊與鄰里連結脆弱等使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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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傾向犯罪的（criminogenic）社會情境中，將使個人容易涉入犯罪情事當

中。然而國外鄰里的概念有其特殊的脈絡，不一定能夠直接套用在臺灣的青

少年研究上。過去的研究指出（Wu and Lei, 2013），對臺灣青少年來說，學

校與班級的影響力可以與國外鄰里的影響力來類比。由於臺灣中學教育的設

計，臺灣青少年停留在同一個班級的時間頗長，班級的特質反而較其居住的

地區要具有影響力。因此，除了前述友伴的影響外，教師更是學校生活中重

要的影響者。臺灣過往的研究指出教師對學生的不公對待是影響青少年暴力

行為的一個重要因素（Chen and Astor, 2008），本研究延續這些研究結果，進

一步論述在班級或學校中，若遭受到教師不公對待會讓青少年更容易發展出

高程度的暴力認知結構。

與家庭負面動力的機制相似，遭受教師不公對待，提供了個人對他人採

敵視的態度與施行暴力的合理化基礎。教師對於青少年來說具有上下的權力

關係，直接對教師進行報復的可能性不高。然而，青少年容易將這樣的關係

用在對待周遭其他人（特別是同輩的同學），亦即對人際關係採敵意觀。此外，

Agnew在闡述其一般緊張理論時論及，個人所遭受的不公正的緊張（unjust 

strain），讓個人特別容易以負面的情緒與犯罪的手段來回應（Agnew, 2006: 

61–65）。是故可以推論，當青少年在校園中遭受到教師不公平的對待時，容

易發展出以憤怒的感知風格來行事。在既有文獻中，並沒有直接論述教師的

不公對待影響了衝動的行事態度，本研究依據暴力知識結構的論述與四個元

素之間彼此互相關聯的原則，推論教師的不公對待應會對青少年的衝動態度

產生影響。

四、研究假設

總結前面的論述，本研究依據晚近整合型的社會認知理論，並利用臺灣

青少年的經驗資料來解釋青少年暴力行為的起因。研究者想要探知：臺灣青

少年所處的社會脈絡因素，即家庭負面動力、受害經驗、友伴涉入幫派與教

師不公對待，是否影響其暴力知識結構的生成與暴力行為？此一暴力知識結

構是否中介了社會脈絡因素對暴力行為的影響？依據這些提問，本研究繪製

了圖 1的假設模型並提出下列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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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行為

暴力合理化 人際敵意觀
衝動的感知

風格

憤怒的感知

風格

家庭負面動力

受害經驗

友伴涉入幫派

教師不公平對待

暴力知識結構

H1

H3

H2

圖 1：研究假設的模型

假設 1： 高程度的家庭負面動力、高頻率的受害經驗、高涉入幫派的友

伴人數與高頻率的教師不公對待預測較高程度的青少年暴力知

識結構。

假設 2： 暴力知識結構越高，青少年從事的暴力行為越多。

其次，過去臺灣的經驗研究皆明確指出家庭環境、受害經驗、偏差友伴

與教師不公對待皆與青少年暴力行為的生成有所關聯（鄭瑞隆，2000；蔡德

輝、楊士隆，2000；Chen and Astor, 2008; 劉行五，2009）。然而，這個關聯

是否為暴力知識結構所中介的，則需要由經驗資料來佐證。據此，本研究提

出下列的假設：

假設 3： 暴力知識結構中介（mediates）家庭負面動力、受害經驗、友伴

幫派涉入以及教師不公對待與青少年暴力行為的關聯。

在下文中，本研究將依據臺灣的經驗資料，檢視前述的研究假設。

參、研究方法

一、資料與研究樣本

為了驗證所提出來的研究假設，本研究採用吳京院士主持、國科會補助



356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的多年期綜合型計畫「台灣地區青少年校園暴力防治研究」的第一期成果為

資料（吳京等，2000）。這筆資料以臺灣地區國小四～六年級、國中與高中

職學生作為母體，依據兩階段叢集抽樣的方法抽取研究樣本。研究者首先將

臺灣地區分為北、中、南、東四區，每區再分城鄉，共得八區。其次，在每

區中隨機取得各層級學校（國小、國中、高中與高職）各兩所，並在每所學

校中隨機抽取二～三班，抽中的班級其學生將納入研究樣本當中。依據此一

抽樣方法，最後順利調查了 64所學校，共 14,022人，其中有 50%為男生，

22.3%就讀國小，21.8%就讀國中，26.9%與 29.0%分別就讀高中與高職。這

筆資料是臺灣少數具有全國代表性樣本的資料，且其中詢問許多與本研究所

依據的理論模型相符合的量表，因此，十分適合用來檢證本研究所提出的理

論模型，而所得的結果也將會有好的外部效度。過去相關統計顯示暴力行為

多開始於青春期，且男性涉入的比例高於女性（許春金等，2015）。因此，為

了有效檢證本研究的理論模型，本研究將分析對象聚焦於暴力行為盛行的主

要族群，即 13歲以上的男性，故最終可分析樣本為 5,269人，分別位於 46

所學校中。

二、研究變項

㈠依變項
相較於過去的研究著重在輕度的偏差行為，本研究的依變項亦涵蓋較嚴

重的暴力行為。暴力行為的測量由 14個項目所組成，其中包括對他人以及教

師施行身體暴力（如毆打他人、打架或拿物品傷人等）、破壞他人的物品（破

壞他人東西或破壞公物等）與口頭的暴力或威嚇（用言語威脅恐嚇他人、辱

罵同學或脅迫他人取財等）。研究者詢問受訪青少年過去一年從事上述各項

暴力行為的頻率，共有四個答項：從來沒有（給 1分）至五次以上（給 4

分）。由於 SRDA所釋出的「台灣地區青少年校園暴力防治研究」資料中，

已經將這 14個題目轉碼成有（給 1分）與無（給 0分），因此，本研究僅能

沿用此一計分方式。14個項目的內部一致性為 .78，算是具有良好的測量品

質。研究者將 14個項目的得分相加求其總分，分數越高表示青少年從事越

多的暴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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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理論預測變項
這個研究具有四個主要的解釋變項：家庭負面動力、受害經驗、友伴涉

入幫派以及教師不公對待。首先，家庭負面動力包含父母的負面教養（neg-

ative parenting）以及家庭衝突（family conflict）兩個面向。父母負面教養由

四個項目所組成，青少年分別回答父與母的情況。其題目包括「我和我爸媽

時常在爭吵」、「我爸媽經常打我」、「我爸媽對我十分嚴厲」以及「當我犯錯

時，我爸媽常常不給我辯解的機會」；答項共有四個：非常不同意（給 1分）

至非常同意（給 4分）。研究者分別得到父與母的負面教養總分，之後，再將

兩個總分相加，得到每個青少年在父母負面教養的得分，分數越高表示父母

負面教養的情況越嚴重，此一測量的內部一致性係數（α）為 .82。家庭衝突

則由五個項目所組成，詢問青少年同不同意一些對家中互動的描述。其題目

包括「我爸媽經常為一些事情爭吵」、「爸媽爭吵完之後，常常拿我們出氣」

以及「在我們家裡，兄弟姊妹常常互相的爭吵或爭執」等；答項共有四個：

非常不同意（給 1分）至非常同意（給 4分）。研究者將五個項目的得分相

加，得到家庭衝突的測量，分數越高表示家中衝突的情況越嚴重，此一測量

的內部一致性係數（α）為 .79。最後，將父母負面教養與家庭衝突這兩個變

項標準化後相加，即得到家庭負面動力的測量。

受害經驗的測量共有十個項目，包括被人用手腳或拖把掃把打傷、圍

毆、恐嚇以及自己的東西被破壞或被偷等。回答無者以 0分計，回答有者以

1分計。將十個項目的分數加總，分數越高表示受害經驗越多，其內部一致

性係數（α）為 .83。

有關友伴涉入幫派，研究者詢問受訪者在他的朋友中是否有人參加幫派

或幫派組織，其選項為完全不符合（給 1分）至完全符合（給 4分），將此一

變項重新編碼成有（符合與完全符合，給1分）與無（完全不符合與不符合，

給 0分），表示青少年周遭有無涉入幫派的朋友。

教師不公對待則是由六個項目所組成，由受訪者自評其學校教師對待自

己的一些行為。其題目包括「我認為老師常常找理由來處罰我」、「我覺得老

師不喜歡我，常常故意找我麻煩」、「我覺得老師很喜歡嘲笑或諷刺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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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說實話，老師還是不信任我」、「學校老師會安排一些同學觀察我並打小

報告」以及「學校老師常常會翻我的書包察看有什麼東西」。這些題目的選項

為非常不同意（給 1分）至非常同意（給 4分）。研究者將這六個題目的分數

加總，其總分越高顯示受訪者自覺受到教師不公對待的程度越高，此一測量

的內部一致性係數（α）為 .87。

㈢暴力知識結構
依據前述知識結構的論述，本研究納入四個暴力知識結構的測量：暴力

的合理化、人際關係的敵意觀、對事採取衝動的感知風格，以及對事採取憤

怒的感知風格。受訪者針對題目內的陳述來回答是否與自身的狀況符合，其

答項有四：完全不符合（給 1分）至完全符合（給 4分）。分數越高表示青少

年在該項的暴力知識結構具有越高的傾向。暴力的合理化是由十個題目所組

成的，範例的陳述有「假如有人不尊重我，我會打他們以爭取面子」、「如果

我沒有揍嘲笑我的人，我就會感到很不高興」以及「如果別人欺負你，而不

採取報復行動的人，是膽小鬼」。十個題目的內部一致性係數（α）為 .87。

人際關係的敵意觀由八個題目所組成，範例的陳述有「當別人對我好時，我

通常會懷疑他們暗中有什麼企圖」、「我常常覺得別人用批評的眼光在注視著

我」與「我發現人們常常會嫉妒我所想出來的好點子」等。八個題目的內部

一致性係數（α）為 .83。衝動的感知風格由六個題目所組成，範例的陳述為

「我容易因一時氣憤而犯下錯誤」、「我容易做出令自己後悔的事」以及「有

些事違反了校規，但我仍然忍不住要去做」等。六個題目的內部一致性係數

（α）為 .76。憤怒的感知風格由五個題目所組成，範例的陳述有「當別人的

錯誤耽誤了我，我會感到憤怒」、「當我在大眾面前被批評時，我會非常的憤

怒」以及「當我努力做好一件事情但卻被批評的很差時，我會感到很憤怒」

等。五個題目的內部一致性係數（α）為 .78。研究者將各個組成分子內的題

目之得分加總，得到四個暴力知識結構的測量。

每個暴力知識結構元素的測量在建構時皆先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各

項目內部一致性的檢驗。如同前面介紹測量的描述，四個變項的題目皆具良

好的內部一致性。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結果發現每個元素內的題目皆僅抽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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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因子。限於篇幅，有關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結果請參照附錄一。在後續的

結構方程式分析中，這四個變項將成為暴力知識結構潛在變項的指標變項。

㈣控制變項
在結構方程式模型中，家庭教育程度與就讀年級一同納入模型中作為控

制變項。受訪者分別填答父母的教育程度，共有六個選項：不識字或國小畢

業（給 1分）至研究所以上畢業（給 6分）。研究者將父與母的分數平均，

得到家庭教育程度，分數越高表示家庭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讀年級則記錄青

少年所處的年級：國一至高三共六個等級，年級越高同時代表受訪者的年齡

越大。

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使用結構方程式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來檢

驗所提出的研究架構，使用的軟體為Mplus 7.0（Muthén and Muthén, 1998–

2012）。使用結構方程式模型可以達成兩個目的並依此來驗證本研究所提出

的理論模型。首先，結構方程式模型可以讓研究者從模型配適度與因素負荷

量來衡量四個暴力知識結構的元素是否共同測量一個潛在變項。其次，結構

方程式模型可以用來探索暴力知識結構既被環境影響又影響暴力行為的中介

地位是否存在。本研究將透過結構方程式模型中檢驗間接效果的方法來檢測

這個中介效果。

在分析上，研究者將依序進行單一變項描述統計、兩變項的相關分析與

結構方程式模型分析。在結構方程式模型的呈現上，首先，研究者將檢測四

個暴力知識結構元素是否適切地座落在同一個潛在變項上面，即暴力知識結

構的測量模型確認。其次，研究者呈現四個預測變項對暴力知識結構以及暴

力行為的影響。最後，再探討暴力知識結構是否中介四個預測變項與暴力行

為之間的關聯。

此外，由於本研究的依變項呈現明顯的正偏分佈，而且是以班級為單位

來抽樣，使得資料有違反樣本單位獨立性的疑慮，用一般方法所估計出來的

參數標準誤會有低估的可能性，連帶影響到各參數的顯著性。進一步檢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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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暴力知識結構的指標以及暴力行為的 intraclass correlation（ICC）指標，發

現僅有暴力行為的 ICC略大於 .05（ICC = .051），其餘的 ICC數值皆在 .01上

下。依據 Heck（2001）所建議的標準，ICC在 .05以下，其樣本單位群聚問

題的影響不會太嚴重。然而，為了避免可能的偏誤，在估計模型時，本研究

採用 1,000次的 bootstrap以獲得最佳標準誤的估計，並同時採用偏誤校正的

bootstrap信賴區間（bias-corrected bootstrap confidence interval）（Bollen and 

Stine, 1990; Shrout and Bolger, 2002）。進行中介及間接效果的檢驗時，除了

bootstrap的方法外，近期的研究（Bauer et al., 2006）也建議，若依變項為非

常態時，間接效果可以用Monte Carlo bootstrap的方法來獲得不偏的點估計

與信賴區間。本研究分別用兩種方法估計間接效果，發現兩個方法所得到的

估計值差別不大，因此，在後續的分析中僅呈現 bootstrap的估計結果。

最後，模型中的研究變項皆存在程度不等的資料缺失（missing data）。若

以最嚴格的整筆刪除法（listwise deletion）來處理，則可分析樣本降至4,656，

約有 11%（N=613）的樣本將被排除。可惜的是，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中並

沒有足夠的人口背景變項來檢證這些被刪除的樣本是否與納入分析的樣本有

系統性的差異。為了探索排除這些樣本對於分析結果所造成的影響，本研究

先後進行兩種分析。研究者先利用具有完整資料的樣本（N=4,656）來估計圖

1的模型並獲得第一套參數的估計值。其次，研究者利用Mplus所提供的 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FIML）的估計方法重新估計圖 1的模型並獲

得第二套參數的估計值。FIML同時利用完整的與不完整的資料（N=5,269）

來估計模型的概率函數（likelihood function）並求取滿足此一函數的最大估

計值（Enders and Bandalos, 2001）。過去的文獻證明在missing at random的情

況下，運用此一方法所得到的模型參數及其標準誤為不偏（unbiased）的估

計（Young and Johnson, 2013; Newman, 2014）。本研究將前述兩套估計值做

比較，發現各參數的方向、大小以及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上並無

明顯的差距，可以間接顯示因變項資料缺失而被排除的樣本對於模型參數估

計的影響並不大。在呈現結構方程式模型的分析結果時，將採用 listwise的

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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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

一、描述統計

表 1呈現研究變項的描述統計以及零次相關。青少年暴力行為的平均數

為 2次，而標準差也為 2次，顯示整體來說，這個樣本內青少年的暴力行為

並不嚴重。然而，如果在這樣的樣本中，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模型仍被資料

所支持的話，那麼此一理論模型在解釋暴力行為更為嚴重的群體時，應更具

有其效力。其次，從零次相關可以觀察到四個暴力知識結構元素之間的 Pear-

son’s r大約在 .39至 .64之間，為中高程度相關情況。四個理論預測變項以及

暴力行為與四個暴力知識結構元素之間的相關則略低：四個暴力知識結構元

素與暴力行為的相關約為中等的程度（Pearson’s r= .23至 .37），而與四個理論

預測變項之間的相關則從弱相關至中等程度的相關皆有（Pearson’s r= .09至

.35）。由這些相關係數的趨勢可以看出，暴力知識結構內的變項具有相當程

表 1：研究變數的平均數、標準差以及相關係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年級 —

（2）家庭教育程度 −.01 —

（3）家庭負面動力 −.02 −.01 —

（4）受害經驗 −.12 .02 .16 —

（5）友伴涉入幫派 .08 .02 .08 .09 —

（6）教師不公對待 .01 .002 .31 .14 .20 —

（7）暴力的合理化 .09 −.03 .18 .09 .29 .33 —

（8）人際關係的敵意觀 −.03 −.01 .30 .26 .16 .35 .39 —

（9）衝動的感知風格 .09 −.01 .28 .14 .26 .34 .57 .47 —

（10）憤怒的感知風格 .08 .01 .20 .12 .20 .26 .56 .45 .64 —

（11）暴力行為 −.13 −.02 .15 .26 .27 .27 .37 .23 .34 .32 —

平均數 7.25 2.47 −.01 2.39 .17 9.23 18.98 13.68 12.88 12.10 2.09

標準差 1.53 1.09 1.70 2.41 .38 3.44 6.40 4.60 4.06 3.48 2.37

註：係數絕對值大於 .03者，其 p值小於 .05（N=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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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而與其他的變項有所區隔。這些趨勢提

供下一個階段結構方程式模型的分析基礎。

二、四個理論預測變項對暴力知識結構與暴力行為的影響

圖 2呈現所提出的研究模型的檢驗。首先，四個暴力知識結構指標的因

素負荷量在 .58至 .82之間，皆符合因素分析中因素負荷量應大於 .40的要

求，而單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模型適合度亦屬適切（見附錄二）。本研究

所假設的暴力知識結構的測量模型得到資料的支持。

暴力行為

R2 = .27

暴力合理化 人際敵意觀
衝動的感知

風格

憤怒的感知

風格

家庭負面動力

受害經驗

友伴涉入幫派

教師不公平對待

暴力知識結構
R2=.29

−.03
[.03*]

.19***

.76

.16***

.10***
[.20***]

.22***

.15***

.33***

.31***

[.23***]

.58

.09***

.72

[.19***]

.82

圖 2：暴力知識結構中介四個理論預測變項與暴力行為的關聯
χ2 =685.40；df=23；p< .001；CFI= .93；RMSEA =.079 (.074, .084)；***p < .001。
註：模型中同時控制年級與家庭教育程度。模型中為標準化係數。

[ ]內的係數為暴力知識結構尚未預測暴力行為之前的路徑係數。

其次，四個理論預測變項顯著地預測暴力知識結構以及暴力行為。四個

理論預測變項皆顯著地預測暴力知識結構與暴力行為，並與理論預測的方向

一致。在預測暴力知識結構方面，相較於家庭負面動力與受害經驗，教師不

公對待與同儕幫派涉入這兩個與青少年所處的環境息息相關的因素具有較大

的影響力，顯示在學校受到教師的不公對待，以及具有幫派背景的友伴，皆

影響了青少年的暴力知識結構。最後，如同理論預測的，家庭負面動力以及

受害經驗同樣涵養著青少年的暴力知識結構。青少年處於具有高負向互動的

家庭中以及有較多的受害經驗，將使其接收這些環境的訊息並建立起傾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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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方式行事的準則與模式。四個變項共解釋暴力知識結構 29%的總變

異量，顯示中等程度的效力。

這樣的發現支持本研究的假設 1：青少年的暴力知識結構受到個人所經歷

的家庭負面動力、受害經驗、友伴涉入幫派以及教師不公對待的影響。這個

結果也支持整合的社會認知理論的預測：個人所處的負面環境讓個人建立起

傾向暴力的知識結構。

家庭負面動力、受害經驗、友伴涉入幫派以及教師不公對待皆顯著地預

測青少年的暴力行為。然而有趣的是，在其他三個變項控制的情況下，負面

家庭互動的影響力很小，這有可能是另外三個變項中介了家庭動力對暴力行

為的影響。在 Simons and Burt（2011）的研究中，也曾將偏差友伴作為中介

負面環境與暴力知識結構之間的中介變項，但是，他們在後續的研究中又捨

去這樣的設定（如 Simons et al., 2014）。因此，本研究並不將研究的焦點放

在此一中介效果上。往後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這個關係。四個變項共解釋

暴力行為 19%的總變異量（為額外分析的結果，未顯示在圖 2中），呈現中

弱程度的解釋效力。

三、暴力知識結構中介預測變項與暴力行為之間的關係

Baron and Kenny（1986）建議用三個步驟來探索中介變項的存在與否。

當下列三個條件成立時，研究者對於某一中介變項的存在較有信心：（1）預測

變項顯著地預測研究的依變項；（2）預測變項顯著地預測中介變項；以及（3）當

預測變項與中介變項同時預測研究的依變項時，預測變項對研究的依變項的

影響力消失或減弱。當代檢證中介變項的文獻中也進一步運用效果分解的技

術配合 bootstrap p value與 bias-corrected confidence interval（BCa）的計算，

來呈現間接效果的大小以及統計上的顯著程度（Preacher and Hayes, 2008）。

圖 2的結果建立了四個預測變項對暴力認知與暴力行為的直接效果，這

已經滿足了 Baron and Kenny（1986）前兩個步驟的要求。圖 2同時呈現第

三步驟檢驗的結果，即在模型中納入暴力知識結構對暴力行為的影響路徑。

結果支持了假設 2，即暴力知識結構正向地影響青少年的暴力行為。此外，

在納入暴力知識結構的影響力後，模型中所有的自變項解釋了青少年暴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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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7%的總變異量。暴力知識結構多解釋了 8%的變異量。透過比較四個

理論預測變項對暴力行為的直接效果的變化（即 [ ]中的係數與線上的係

數），得知暴力知識結構部分中介（partially mediate）了受害經驗、友伴涉入

幫派與教師不公對待這三個理論預測變項對暴力行為的影響力，而完全中介

（fully mediate）了負面家庭互動的影響力。為了進一步呈現並檢驗暴力知識

結構的中介地位，研究者分析各預測變項透過暴力知識結構對暴力行為的間

接效果，表 2呈現該項的分析結果。家庭負面動力對暴力行為的影響約有

68%是透過暴力知識結構而達成的，其間接效果為 .089，而 95%的誤差校

正信賴區間並未包含 0，顯示此一間接效果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暴力知識結

構中介了約 54%的教師不公對待對暴力行為的總效果，其間接效果為 .071，

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友伴涉入幫派對青少年暴力行為的影響約有 32%被

暴力知識結構所中介，而青少年個人的受害經驗則僅有 18%的效果被暴力

知識結構所中介；兩者的間接效果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因此，本研究可以確立暴力知識結構的中介地位（至少是部分中介的效

果）：家庭負面動力、受害經驗、友伴涉入幫派以及教師不公對待這四個青

少年所處的環境，涵養了青少年的暴力知識結構，而被這些環境所影響的暴

力知識結構進一步地影響了青少年的暴力行為。此外，由表 2中各間接效

表 2：間接效果及其檢定

間 接 效 果
間接效果的未標準化係數

（95% BCa bootstrapped CI）
Ro

家庭負面動力⇒暴力知識結構⇒暴力行為 .089
(.071, .107) .68a

受害經驗⇒暴力知識結構⇒暴力行為 .034
(.024, .045) .18

友伴涉入幫派⇒暴力知識結構⇒暴力行為 .461
(.375, .549) .32

教師不公對待⇒暴力知識結構⇒暴力行為 .071
(.060, .082) .54

註： Ro為間接效果占總效果的比例。
a由於控制了暴力知識結構後，家庭負面動力對暴力行

為的影響為負值，為了避免總效果小於間接效果，在計算總效果時將家庭負面動力的直

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的絕對值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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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占總效果的比例可以發現，暴力知識結構中介了 18%至 68%的預測變項

對暴力行為的總效力，其中，暴力知識結構對家庭負面動力、友伴涉入幫派

與教師不公對待的中介效果較大，而對於受害經驗的中介效果相對較小。此

一結果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設 3：暴力知識結構中介了四個理論預測變項對暴

力行為的影響。

伍、討論與結論

近年來臺灣社會發生的一連串暴力事件除了對當事人造成重大的傷害

外，同時也造成有形的與無形的社會成本。本研究以公共衛生或流行病學中

「上游（upstream）」的觀點，將探討的焦點集中在青少年暴力行為的生成因

素。過往與臺灣青少年暴力行為相關的研究中，大多傾向採用單一的理論觀

點進行起因的探究，這樣的取向限制了研究者將青少年周遭及其本身重要的

影響因素納入論述之中，並且提出整合性的觀點來解釋暴力行為的生成因素

與條件。有鑑於此，本研究從晚近社會認知理論中的整合性觀點出發，借用

Anderson與 Bushman（2002）的 GAM以及 Simons與 Burt（2011）的 SST

架構，彙整出解釋青少年暴力行為的整合性社會認知模型。利用吳京院士所

蒐集的全國性青少年暴力行為的資料，本研究為所提出的整合性認知模型提

供經驗性驗證。

透過結構方程式模型的分析，本研究有下列主要的發現：首先，四個暴

力知識結構的元素座落在同一個構念之下，共同構成青少年的暴力知識結

構。其次，四個理論上設定的預測變項顯著地預測暴力知識結構。此外，暴

力知識結構進一步中介（或至少是部分中介）四個理論預測變項與暴力行為

之間的關係。這顯示暴力知識結構在連結臺灣青少年所處的社會脈絡和情境

與暴力行為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這些研究發現有其理論上與政策上的意涵。首先，本研究所建構出來的

暴力知識結構這個構念承接著過往認知概念與犯罪或偏差行為的相關理論，

包括社會學習理論、自我控制理論、緊張理論與社會控制理論。近年在臺灣

青少年偏差與犯罪行為的研究中，逐漸排除過往專注單一理論觀點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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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多種理論觀點同時放入單一的經驗研究中進行探究（張楓明、譚子文，

2011；譚子文、張楓明，2013）。這些研究讓學界對於解釋青少年偏差或暴

力行為的不同理論有所瞭解，然而，文章中各理論概念仍獨立地運作，而不

是整合在某個理論概念下，即使研究者確立其中一個理論觀點優於其他，單

一理論對於犯罪的解釋力仍然過小，使研究者較難對青少年偏差或暴力行為

有全面的理解。相較於這些研究，本文運用有關社會認知的整合性理論來解

釋臺灣青少年的暴力行為，援引不同的理論觀點共同解釋暴力知識結構的生

成，並以暴力知識結構作為青少年暴力行為的重要解釋因素。本文的研究成

果，可提供學界未來解釋青少年暴力行為理論發展的一個思考方向。

其次，本文的整合理論架構回應了當代暴力研究中對於社會認知因素的

重視。在當代的研究中，社會認知同時跨越了心理學、腦神經科學與社會學

等多個學科的研究領域。陳建安（2010）以 Dodge與其同僚（Dodge and 

Frame, 1982; Dodge and Coie, 1987; Dodge et al., 1990）的理論架構提出社會

認知的模型，來探討不同犯罪類型的行動者與認知類型的關聯。而陳巧雲等

人（陳巧雲、吳宣霈，2013；陳巧雲，2015）則以腦波監控的實證資料說明

犯罪者在衝動控制與認知上的錯誤。這些晚近有關犯罪者生理與心理的研

究，雖然依據最新科學的技術與理論來探討犯罪生成的可能因素，然而，在

這一脈絡的探究中卻缺乏更深層的社會脈絡的討論，亦即，這些與腦功能相

關的認知偏誤是在何種社會脈絡下發展出來的？本文的研究成果可進一步與

當代腦科學及認知科學進行對話。本研究在理論建構上的努力與經驗研究上

的佐證，正可以與心理學及腦神經科學這一脈的研究作對話與補充，並激盪

出新的研究取向與理論詮釋。

最後，本文從流行病學的「上游」觀點出發，將臺灣社會近年來重大暴

力犯罪事件的源頭追溯至青少年的知識結構及其所處環境的影響。在這些重

大犯罪事件發生後，王浩威（2014）試著跳脫輿論一面倒地對施暴者個人因

素的追究，以社會整體造就出一個犯罪者的角度，去闡述「臺灣的社會造就

了鄭捷」的觀點。他認為臺灣的家庭與學校現場不斷地在重製鄭捷的「生命

狀態」，暴力犯行並非單獨的個體現象，而可能是整體社會的現象。本研究

從認知的角度切入，以個人暴力知識結構的概念去描繪此一生命狀態。在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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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層次上，本研究的取向回應了過往犯罪學理論中對於犯行人內在狀態的

重視（Katz, 1988）：犯行人通常將暴力行為視為合理的、具有正當性的與必

須的，在其所處的「生命狀態」下，暴力行為是一種對環境或他人刺激的合

理反應。是故，本研究在暴力知識結構上的發現，將可導入青少年暴力或犯

罪行為的介入方案中，如對於暴力合理化與敵意歸因的導正、著重延遲滿足

與控制衝動能力的建立，以及情緒管理能力的培養。Dodge（2006）回顧其

理論時指出，美國本土已有多個介入性實驗針對敵意歸因進行介入並取得成

效，值得臺灣本土研究與介入作為借鏡。除了針對暴力知識結構各成分進行

介入外，本研究的結果更指出改變青少年的社會環境乃是改變此一內在狀態

的重要取向，此為王浩威（2014）所論述的生命狀態的內涵。意即，青少年

所處的環境，如家庭的負面動力、過往的受害經驗、偏差友伴的影響與教師

的不公對待，造成了其目前的生命狀態。因此，要改變現狀，需要同時改變

青少年所處的環境，即需要同時為青少年建構親善的環境，使其暴力（或犯

罪）相關的知識結構不再持續地生成與增強，以達到對其行為介入的目的。

本研究的結果可提供各專業人員（如輔導教師與司法矯正人員）在介入時作

為參考。

雖然資料分析結果支持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架構，本研究仍有一些限制

需要在此說明，並希望未來的研究能夠進一步改善這些限制。首先，本研究

所使用的資料庫為一橫斷面的資料（cross-sectional data），因此，模型所呈現

的因果方向是依據理論推論來決定的，而非由嚴謹的經驗資料的檢證確認。

未來的研究應蒐集多時間點的相關測量，運用長期資料進一步檢證本研究所

提出的理論架構。其次，本研究使用的測量皆由青少年本人回答，共同方法

變異量（common method variance）的問題可能損害本研究發現的效度。未來

的研究若能針對不同的報導者（如教師或家長）蒐集資料，應可降低此一效

應，增加研究發現的效力。最後，Simons與 Burt（2011）在闡述 SST時，論

述該模型應同時適用於解釋男性與女性的暴力行為；然而，本研究所使用的

資料，在暴力行為的測量上偏向傳統青少年較會進行的犯行，青少女回報的

暴力行為變異過低，無法有效地檢證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模型，因此，本研

究僅針對青少年的樣本進行模型的檢證，此為本研究的另一個限制。期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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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研究能夠針對研究模型的性別差異與適用性進行更嚴謹的論述。

雖然本研究提出了環境—暴力知識結構—暴力行為的中介架構，但這並

不表示具有同樣社會位置及暴力結構的人就一定會產生暴力行為。Wikström

（2014）在其情境行動理論中論及情境會調控個人傾向犯罪的特質的概念，

強調個人傾向犯罪的特質對犯罪行動的影響並不是固定不變的。應用至本研

究的主題：個人所處的情境，如青少年所處的學校情境與周遭的社會支持，

可能調控暴力知識結構的作用力，使青少年不至於將暴力行為當作行事的選

項之一。由於本研究使用的資料並無地區與學校別的相關變項，故無法探知

所提出的研究模型其效力是否在不同的地區與學校脈絡下，會有所不同。期

待未來臺灣本土的研究能夠針對地域或學校脈絡的差異，持續檢測此一研究

模型的適用性。未來的研究特別需要著重那些調節暴力知識結構與暴力行為

之間關係的正向因素（如友伴的支持、鄰里與學校的保護因子及其他重要他

人的協助），其所得的研究成果將可以用於青少年暴力行為的介入。

總結來說，本研究統整了 Anderson與 Bushman（2002）的 GAM以及

Simons與 Burt（2011）的 SST架構，並配合臺灣本土的經驗資料，提出暴力

知識結構這個連結個人所處社會脈絡及個人行使暴力行為的理論概念。有別

於過往臺灣青少年暴力行為的相關研究，本研究透過社會認知整合理論的視

角，發展出可供經驗資料檢證的命題與假設。期望往後的研究者可以持續在

這個理論視角下進行臺灣本土犯罪與偏差社會學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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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暴力知識結構指標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暴力合理化

題　　　　目 因素負荷量

假如有人侮辱我或是我的家庭，若能痛打他們一頓，將會使我感覺比較好 .60

假如有人不尊重我，我會打他們以爭取面子 .67

如果我沒有揍嘲笑我的人，我就會感到很不高興 .55

如果別人欺負你，而不採取報復行動的人，是膽小鬼 .62

對於我想要的事情，有人阻擾我的話，他們將為此付出代價 .59

若有人佔我便宜，我一定要他加倍償還 .62

有些事情用拳頭來解決，又快又有效 .69

當對方蠻不講理的時候，只有靠武力來維持正義 .69

當有人無緣無故的來惹我，那麼他被打也是活該 .63

當雙方起衝突而且又談不攏的時候，就只好開打了 .71

僅抽取出 1個因子，KMO=.909，Bartlett’s test=18657.96 (p< .001)。

人際關係敵意觀

題　　　　目 因素負荷量

我覺得有些人常常和我作對（或想傷害我） .64

當別人對我好時，我通常會懷疑他們暗中有什麼企圖 .52

我覺得我常常無緣無故的受到責罰 .59

我做事的方法，常常容易使人誤會 .66

我常常覺得別人用批評的眼光在注視著我 .76

我覺得別人經常在背後議論我 .75

我發現人們常常會嫉妒我所想出來的好點子 .56

我發現有些人常常會將功勞歸於自己，而將錯誤歸諸於他人 .43

僅抽取出 1個因子，KMO=.885，Bartlett’s test=12543.646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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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動的感知風格

題　　　　目 因素負荷量

我容易因一時氣憤而犯下錯誤 .71

我容易做出令自己後悔的事 .66

當我憤怒的時候，誰都管不了我 .60

我有一些壞習慣是怎麼改也改不掉的 .57

有些事違反了校規，但我仍然忍不住要去做 .58

我無法忍受別人用輕視的態度對待我 .48

僅抽取出 1個因子，KMO=.817，Bartlett’s test=7354.996 (p< .001)。

憤怒的感知風格

題　　　　目
因素負荷量

因子 1 因子 2

我很容易對人發脾氣 .788 .183

我的情緒容易暴躁 .850 .178

我是個性容易衝動的人 .767 .223

當別人的錯誤耽誤了我，我會感到憤怒 .285 .504

我常常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621 .309

當我憤怒時，我會罵髒話 .317 .462

當我在大眾面前被批評時，我會非常的憤怒 .211 .621

當我感到不爽時，我會很想打人 .335 .508

當我做好一件事情而沒有被認可時，我會感到懊惱 .095 .604

當我努力做好一件事情但卻被批評的很差時，我會感到很憤怒 .077 .685

依據特徵值> 1的原則，抽取出 2個因子，其中憤怒的感知風格為因子 2。因素負荷量呈現的
是採用 varimax轉軸後的結果，KMO=.869，Bartlett’s test=20543.442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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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暴力合理化 人際敵意觀 衝動的感知風格 憤怒的感知風格

暴力知識結構

.79***.57*** .71*** .81***

χ2 =76.91；df=8；p< .001；CFI= .99；RMSEA=.043 (.035, .052)；***p < .001。
註：模型中同時控制年級與家庭教育程度；模型中為標準化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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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s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etiology of violent behavior has its roots 
during adolescence; therefore, investigating the causes of adolescent violent 
behavior is critical. The current study adopted two integrated frameworks of 
social cognitive theories on violence and aggression to investigate the important 
role of violent knowledge structure regarding the formation of adolescent violent 
behavior. On the basis of data from a national survey on adolescent violent 
behavior, the findings were: (1) Adolescent violent knowledge structure was 
influenced by family, personal victimization, affiliated peer characteristics, and 
unjust treatment of teachers; (2) violent knowledge structure, in turn, influenced 
adolescent violent behavior; (3) violent knowledge structure mediated the asso-
ciation between aforementioned school contexts and adolescent violent behavior.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of these findings wa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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